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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百年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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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事政治传播研究 。

[摘　要] 我国政治传播研究已经有 100 余年的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萌芽

期 ,低潮期和勃兴期 。每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 ,当前的政治传播研究呈现出

多元化的趋势 ,马克思主义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导理论 ,但与西方政治传播学相比 ,我国的政

治传播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方法还有待丰富 ,也需要更多向度的透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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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 , “政治传播学”就是研究政治传播的科学 ,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者却很少对政治传播学的

研究对象做出明确的界定 。要确定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就要确定什么是政治传播 。政治活动本身

就是一种传播活动 ,在有了政治的同时 ,也就有了政治传播 ,政治和传播本身的广义性给政治传播学研

究对象的准确界定增加了不少难度 。我国学者邵培仁曾做过有益的尝试 ,他认为政治传播学是“研究政

治传播的结构 、功能 、发生 、发展的本质及规律与操作的谋略和技巧的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可是 ,他

强调这只是一个“功能性的定义” [ 1](第 8 页)。事实上 ,我们可以从多个取向来界定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对

象。但正因为政治与传播所涉及的面太广 ,所以任何一种界定都可能是不完整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

从众多的政治传播学研究成果看 ,政治传播中的“传播”多指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与政治的关系是政治传

播研究的主要向度。学者们更倾向于把非大众传播的政治传播研究(如政治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研究等)

划归其它研究领域。

现代政治传播研究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的政治传播研究。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探讨政治传播的效果和政治传播行为的行为主义研究。

三是以西方马克主义为指导的大众媒介政治经济学批判。无论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政治传播研究

始终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 ,采用的仍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的 、定性的和批判的研究方法 。

亚里士多德认为 ,政治学的功用既在于首先建立一个城邦 ,同时又在于管理好所建立的城邦 。现代

国家早已不是荷马史诗年代里小国寡民的城邦 ,但政治学的功用仍未改变 。在早期 ,对政治传播的研究

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 ,学者们关心的是如何利用传播为政治服务 。虽然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发展 ,

学者们已经开始建构政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 ,但为国家政治服务仍是它的基本功能 ,如何建设好社会主

义事业 ,管理好国家是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终极目标。

人们开始研究政治的同时 ,也开始了对政治传播的思考 。从这个意义上讲 ,政治传播研究已有几千

年的历史 ,但这些研究大都是零散的只言片语 。在上世纪中期 ,西方学者才把政治传播作为一种独特的

传播现象单列出来加以考察 ,并进行建立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尝试 。两次世界大战 ,让人们认识到了



　第 3 期 郑一卉: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百年回望

政治宣传的作用;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 ,也让人们认识到大众传播与政治这两种社会现象有密切的

关系。在政治传播现实受到关注的同时 ,随着传播学的发展 ,学者们创造了许多与政治传播相关的传播

理论 ,如社会理论 、知觉理论 、功能理论 、游戏理论等等[ 2]
(第 48-51 页)。政治传播研究的序幕由此揭开。

20世纪 60年代 ,卡尔·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及控制的模式》等一批政治传播研究专著的出

版 ,标志着西方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开始。

政治传播研究的对象因为面太广而难以被界定。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成为建立学科体系难以消除

的一个阻碍 ,同时 ,政治传播研究者来自不同学科 ,他们之间存在许多分歧 ,所以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

建构还远未完工 。在学科高度交叉的年代 ,称一种研究为“学” ,也许只是为了给自己的研究正名 。美英

学者使用的 Poli tical Communication S tudy 也只能译成政治传播研究 ,而不能译为“政治传播学” 。但

在很多种情况下 ,使用“政治传播学”的称谓不过是为了符合国内研究者的习惯 ,大可不必深究 。

我国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已经有一定跨度的历史 ,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对我国政治传播研究作一个整

体梳理还是有必要的 。从政治传播学出现的历史背景看 ,有学科意义的政治传播研究是在大众传播媒

介有了一定发展后才出现的;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和研究对象看 ,大众媒介与政治的关系也是政治传播

研究的主流。因此 ,本文从中国现代报业的开端时期开始考察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 。综观我国政治传

播研究的百年历程 ,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一)萌芽期

从第一批国人创办近代报刊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是我国政治新闻学研究的萌芽期。在这个阶段 ,政

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新闻业的发展。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也都深刻影

响着新闻业的发展。在这个战争与政治斗争频繁的时期 ,政党通过新闻宣传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无疑相

当重要 ,政党报刊是新闻界主流 ,报人倾向于强调报纸对国家政治和民意的强大影响 ,强调通过新闻赢

得民心从而改造政治现实 ,而“新闻是人民基本权利”等一系列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在民国初年产生

了一定影响 ,甚至袁士凯控制下的北京政府 ,在民初的一个短时期里 ,也大多摆出一副信仰言论自由 、尊

重报界的姿态
[ 3]
(第 149 页)。这一时期 ,有许多报人举起了新闻自由大旗 ,反对迫害言论自由的行为 ,有

学者甚至认为当时中国已经确立了“自由主义”新闻学术和教育体系[ 4]
(第 611 页)。无论自由主义新闻

思想是否产生了巨大影响 ,它的存在也是短暂的 ,抗日战争开始后 ,报纸服从宣传需要 , “自由主义”色彩

逐渐淡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武装不断壮大 、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 ,我党的新闻事业

也蓬勃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新闻思想。

在这个时期 ,政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 ,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政治学译著和专著 。但在这个阶

段 ,政治传播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指出 ,“国之强弱 ,则在于其通塞而

已” ,并称报纸是国家的“耳目喉舌” 。随后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舆论宣传的

重要性。孙中山则在《民报发刊词》中指出 ,报纸是“舆论之母” 。《大公报》的创办人张季鸾是自由主义

报人的代表 。他对政治与大众传播关系的讨论主要出现在各式各样的社论和报纸文章之中。他认为报

纸应该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 ,主张报纸经济独立 ,保护言论自由应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值得一提的是

伪中华新闻学院教授管翼贤 ,他在《新闻学集成》中提出了一系列法西斯主义的新闻观 ,提倡用集权主义

取代民主主义的报业体系 ,否定大众化 、商业化和新闻本位 。按照他的理解 ,报纸完全应该是国家的宣

传工具 ,无知的人民缺乏理性 ,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只会被动的跟从舆论
[ 5]
(第 89-91 页)。按照这种理

论 ,政治与报业的关系 ,必然会从一种互动关系退化成主仆关系 ,报业不过是国家行政的工具罢了。虽

然他的法西斯主义观点理应受到批判 ,但是在那个年代 ,如此明确地指出传播与政治关系的报人还不多

见。受政治需要的推动 ,宣传学研究在这个时期发展得最快 。季达在《宣传学与新闻记者》提出了“宣传

学”的概念 ,同一时期还出现了 10余篇论述宣传的研究论文 。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新闻工作者则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考 ,通过不断的新闻实践和苏区

的新闻改革 ,总结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宣传理论 ,对宣传的策略 、方法和任务等等都有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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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传播研究理论并未表现出完整的理论形态 ,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工作的论述主要

出现在领导讲话和报纸文章之中。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思想相比 ,我党的宣传理论更关注群众

的重要作用 ,坚持党和群众办报相结合 。这也是党的宣传工作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随着时代的

发展和新中国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论逐渐成为了新闻实践的支配力量 。

这个时期的政治传播研究有几个特点:(1)关注大众传播媒介的工具理性。虽然自由主义报人曾关

注新闻的社会意义 ,但这种思维并未成为新闻思想的主流。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 ,都把媒介当做改

良 、改进社会的一种新工具 ,把报纸看做一种为社会服务的“社会公器” 。他们还没有引用西方资产阶级

的自由 、民主思想来为开设报馆做辩护 ,而习惯于从“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这样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据。

而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各党派甚至日伪政府也都普遍关注宣传 ,把报纸当做舆论机器 ,把宣传

当做强有力的政治武器。(2)研究大都停留在现实层面 。大部分论述与其说是政治传播研究 ,不如说是

摇旗呐喊式的慷慨陈词 ,大多并非学理性的探讨 ,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 。事实上 ,张季鸾这样的自由主

义报人也并未按西方政治思想的逻辑指出言论自由是天赋于民的权利 ,因为对于他而言 ,言论自由并不

是一个理论问题 ,而是一个亟待实现的现实问题[ 6]
(第 64-67页)。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 ,改变政治现

实成为焦点 ,理论建树常常被忽略 。

(二)低潮期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这段时间里 ,是新闻的非市场化时期 ,人们转向“以党报为本位”的新闻研究 ,

偶尔在新闻本位层面思考 ,也被笼罩在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之中 ,连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马克思主义

政治新闻观也时常被极左思维取代 。在这个阶段 ,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 ,可是在这个

如此关注政治转播的年代 ,国内的政治新闻学研究并未向纵深发展。

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政治传播的研究论文 。就连《怎样领导党报》(彼得库尔科夫等著 ,蒋齐

生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 , 1950)和《宣传部怎样进行工作》(一之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 1955)这样的

工作指导性著作也不多见 。从整体上来说 ,政治传播研究几乎毫无建树 ,连政治传播研究萌芽时期那种

停留在现实层面的思考也几乎没有 。

在如此重视政治传播的年代 ,政治传播研究却相对滞后 ,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一时期对意识形

态关注多于学理性的新闻研究 ,对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新闻观也未作深入探讨。原

因有两点:(1)在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高压之中 ,学理上的讨论没有生存空间 ,取而代之的是教条和硬性

规定 。(2)新闻教育发展滞后 ,新闻学科发展缓慢 。到文革时期就只有复旦大学 、北大和北京广播学院

的新闻专业勉强维持 。

(三)勃兴期

改革开发以来一直到现在 ,是我国政治传播研究高速发展的时期 。拨乱反正后 ,极左的政治思维得

到纠正 ,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科建设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迅速发展 ,良好的学术氛围使得传播学研究和新

闻学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 ,大众传播媒介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许多学

者认识到了开展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新闻研究开始复苏 ,西方政治传播学理论

开始进入中国。

在这 20多年里 ,政治传播研究已经结出丰硕成果:(1)学界开始引进西方政治传播理论 。10几本

西方政治传播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 ,李元书 、郭镇之等几位学者撰文对西方政治传播学的产生与发展

做了介绍和论述 。(2)一些学者对非大众传播的政治传播展开了研究 。尹韵公 、孙旭等学者考察了中国

古代的政治传播现象 。另有少量论文探析了非语言符号的政治传播和政治语言的效果与意义 。(3)宣

传学 、舆论学研究蓬勃发展。中国期刊网数据库中与“党报”相关的各种论文超过 1000篇 。与“舆论”相

关的论文则超过 2500篇 ,以“宣传”为关键词搜索也找出近 500篇相关论文 。论述舆论和宣传的专著有

几十本之多 ,基本建立了中国舆论宣传学的理论体系 。(4)对国内新闻体制的研究也占相当大的比重。

研究大都是分析新闻体制改革的策略 、产生的现实问题 ,对于新闻体制的变化趋势 ,学者们大都保持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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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态度 。(5)用外国理论分析中国政治传播现象的研究也有不少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 ,产生于咖

啡馆里的“公共领域”不符合中国当下的现实 ,从具体语境中剥离出“公共领域”概念强加到中国社会来

展开研究的做法问题重重 ,但学者们仍试图从各个方面诠释中国的“公共领域” 。(6)有的学者则开始尝

试建立政治传播学理论体系。最重要的两本书是邵培仁先生的《政治传播学》(1991)和张昆先生的《大

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2003)。《政治传播学》一书中最具突破性之处一是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

象做出了界定 ,二是提出了“整体互动”的研究模式 。虽然全书的理论体系还较为粗糙 ,但也许正如作者

所言 ,此书目的只在于在政治学和传播学两门学科之间架起桥梁 。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我国学

者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治传播学理论体系 。《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一书则试图“对大众媒介的政

治社会化功能进行全景式描述 ,探讨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艺术及其功能的调控 ,揭示当代中国政治社

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途径”[ 7](第 1 页)。该著作融合了众多中西方政治学 、传播学理论 ,又结合了中国

的实际 ,从历史的角度和社会的角度 ,反思了中国当代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与国内同类型研究

相比 ,此研究显得相当深入。

这一时期的政治传播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1)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学者们从多个面展开了对

政治传播的考察 。宣传学 、舆论学 、体制及政策研究 、非大众传播的传播研究的出现和发展说明我国政

治传播研究已经进入一个多元化发展时期。虽然有的文章只能说是政治表态和政策描述 ,但与以前相

比 ,研究的理论性大为增强 ,呈现出深入发展的趋势。(2)马克思主义仍是最重要的指导理论 ,西方政治

传播理论并未对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产生强大影响。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是党报研究 、党的宣传理论

研究和新闻改革研究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传播研究 ,媒介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行为主义的研究

著作很少。(3)对西方政治传播学的介绍还比较简单 ,研究还比较薄弱 。就译著而言 ,翻译水平良莠不

齐 ,作品也并不丰富 ,有许多政治传播研究的经典著作没有被译成中文 。对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论述也

并不多见 ,大都是一些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论文 ,论述西方政治传播学的专门著作几乎没有。台湾学者

祝基滢所著的《政治传播学》(1983)对 80年代以前的美国政治传播研究做了详细介绍 ,勾勒了美国政治

传播学的学科框架。但是 ,由于祝基滢教授执教于美国 ,所以此书能否算作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成果还

有待商榷。(4)从研究方法来看 ,主要使用的是定性的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很少 。从整体上看 ,我国的政

治传播学并不是一门行为科学 。有些学者虽然开始尝试使用实证的研究方法 ,但是由于学者们对社会

科学实证研究还缺乏深刻理解 ,所以研究往往呈现出简单化的倾向 ,并有生搬硬套之嫌。这也是我国传

播学发展的初期难以避免的现象。

从整体上看 ,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传播学研究才刚刚开始。我

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在萌芽时期过后就进入低谷 ,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也不过 20余年 ,对于西方政治传

播研究来说 ,发展还比较滞后。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引进和吸收还远未完成 ,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传播

理论本身也需要深化和系统化。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相比 ,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明显还缺乏多样性。

无论政治传播研究最终能不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在现阶段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政治传播研究与

“文化研究”(culture study)一样 ,可以被看做一种开放性的研究面向 ,或把政治传播本身看做研究的

“场域” 。也许正是得益于这种开放性 ,得益于没有固定的研究框架和学术体系 ,西方政治传播研究才能

发展得如此迅猛 。我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虽然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但还需要更多向度的透视 ,也

需要采用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而不是忙于构建学科体系。

在文革时期 ,工具理性的越位 ,导致了理解上的偏颇。除了宣传教化之外 ,新闻媒介的其它功能基

本被抹杀。在现阶段 ,媒介改革如火如荼 ,媒介也从政治单纯的宣传工具变成了重要的社会构成 ,对社

会团结(social integration)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媒介的价值理性。就政治传播研

究而言 ,一类研究依然是以党的宣传为本位的研究 ,强调新闻媒体作为舆论工具的强大作用;另一类研

究则把政治传播放到社会历史进程中去加以考察 ,研究政治传播对社会总体的意义 。事实上 ,大众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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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是一个包含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混合体 ,并不应该把两者对立起来 。因长期受极左的意识形态

思维影响 ,许多学者在研究政治传播时显得过于小心谨慎。事实上 ,对于价值理性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对

工具理性的否定 。我国大众媒介与政治传播的发展 ,已经大大推进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从实

践上实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而国内政治传播学界对这种互动关系的考察还远远不足 。

政治传播学与本国政治生态有密切的相关性 ,政治传播的智慧与经验也大都来自与本国的政治实

践与传播实践。同时 ,从政治传播学为国家政治服务功能出发 ,政治传播研究也必须着眼于国内。所

以 ,政治传播学的主要面向应该是本土研究。在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起步阶段 ,如果只把政治传播当做

具有普遍统一性的现象 ,开展以世界政治传播为研究对象的高度抽象性研究 ,不仅缺乏理论支持 ,也不

符合政治传播学的学科特性。近年来 ,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表现出对本土政治传播个案(如刘涌事件 、

宝马车撞人案等)的强烈关注 ,但这些个案研究大都没有上升到政治与传播互动的层面展开论述 ,而仅

是在信息传播和新闻策略层面徘徊 。虽然我国学者已经在历史和现实层面开始了对本土政治传播的考

察 ,但还有很多处女地尚未开垦 ,以国家和国家政治为中心并关注个人与团体相关之效应的研究并不多

见 ,政治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仍有待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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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s po li 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as a 100-year histo ry that can be divided into

3 periods.Inchoat ive period , depression and revival.Each period has dif ferent characteristics.In

general , China' s po li 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st ill immature and in need o f mo re per spectives.

Localization and enrichment of research is of great impo 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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